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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安全

争议中的以色列“定点清除”政策

吴昊昙

摘　 　 要： 以色列是世界上首个公开使用“定点清除”并将之合法化的国

家。 面对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将秘密报复式的“定点清除”
行为转变为公开的预防性反恐行动。 虽然以色列通过“以色列反对酷刑公

共委员会诉以色列政府”案判例赋予“定点清除”行为以合法地位，但“定点

清除”在有效性与国际法层面仍存在争议。 作为反恐手段，学界对“定点清

除”在打击“恐怖主义”有效性和提升以色列国内安全程度方面评价不一。
“定点清除”的国际法框架适用尚缺乏共识；规范“定点清除”行为的上述判

例对“直接参与”、“在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时间里”等条件的解释和在具体

情形认定上也较国际人道法原则更为宽泛，成为“定点清除”在实践上面临

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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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自建国后便长期与阿拉伯国家对峙，并在数次中东战争中占据优势，接
连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弥漫着沮丧和愤恨的情绪。 一些以消灭以色列和收回被占领

土为目标的组织和个人便诉诸被以方称为“恐怖主义”①的暴力行为进行反抗；而以

色列自恃背后有美国支持，在中东和平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动辄打压巴勒斯坦人，反
而招致了更多袭击。②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以冲突加剧，巴勒斯坦民族解放

运动（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等多个被以色列定性为“恐怖组

织”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以暗杀和投掷燃烧弹等方式频繁对以色列发起有组织的袭

击。 面对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威胁，以色列出台了一系列“反恐”政策，如大规模

逮捕“恐怖袭击”嫌疑犯、在动乱升级时实行宵禁、关闭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的关卡、
修建隔离墙等。 在诸多“反恐”政策中，“定点清除”政策最具争议。 ２０００ 年第二次

“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以色列政府首次公开使用“定点清除”政策，而在此之前

多为针对巴勒斯坦人暴力活动的秘密报复行动。
以色列是世界上首个公开使用“定点清除”并将之合法化的国家。 目前，国际社

会对“定点清除”尚缺乏统一的界定。 以色列政府将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平民和

士兵的暴力袭击均视作“恐怖主义”行为，并将“定点清除”作为打击巴勒斯坦“恐怖

主义”的正常手段之一。③ 但在巴勒斯坦人看来，“定点清除”政策不仅是以色列政

府用来减少由巴勒斯坦人造成的以色列人伤亡的手段，也是以色列政府赢得选举、
试验武器和作战技术，并通过杀害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关键人物来镇压巴勒斯坦抵抗

运动、遏制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策略。④ 同时有学者指出，以色列实施的

“定点清除”政策是以色列政府支持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

责和反对。⑤ 基于学界对“定点清除”的讨论，同时考虑到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平民

和士兵的暴力行为本身具有民族解放运动性质，本文的“定点清除”是指以色列政府

授权强力机构，蓄意杀害参与暴力行动却又不能通过一般法律途径进行逮捕的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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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由于立场和利益不同，各国对恐怖主义概念的界定存在不同标准。 如美国国务院将恐怖主义界

定为“由组织或代理人为了政治目的有预谋地针对非战斗人员（也包括事件发生时未武装或非岗位上的军事人

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通常这种行为是试图对他人产生影响。”中国学者王逸舟认为，界定恐怖主义既要关

注其严重危害和发展趋势，同时也要考虑到它的时代特点和文化宗教变量，以及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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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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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平民和武装人员的政策。① 本文结合以色列实施“定点清除”政策的历史演

变，探讨其在有效性和国际法层面存在的争议。

一、 以色列“定点清除”政策的历史演变

以色列建国后的“定点清除”政策在实践上经历了三大阶段的演变。 在第一阶

段，它主要是针对阿拉伯世界对其发动的暴力行动的报复行为，且多秘密进行。 在

第二阶段，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巴以冲突和“预防”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动，以色列

开始公开使用“定点清除”政策。 第三阶段，以色列寻求“国际法”支持，将“定点清

除”政策合法化和规范化。
（一） 从报复性行动到预防性行动

以色列最初实施的“定点清除”系针对巴勒斯坦的报复性行为。 “定点清除”可
以追溯到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恐怖主义，建国后占据军事优势的以色列政府便开始

使用“定点清除”对付阿拉伯世界的反击。② １９７２ 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法塔赫下属

的激进武装派别“黒九月（ＢＳＯ）”杀害了 １１ 名以色列运动员，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慕
尼黑惨案”。 为实施报复，以色列“Ｘ 委员会”发起名为“上帝之怒（Ｗｒａｔｈ ｏｆ Ｇｏｄ）”
的行动，但该行动导致一名无辜的摩洛哥籍服务员被误杀从而招致国际社会的谴

责，③但这些谴责并没有阻止以色列的报复行动。 １９７３ 年，以色列策划“青春之泉

（Ｓｐｒｉｎｇ ｏｆ Ｙｏｕｔｈ ）” 行动，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杀害了穆罕默德 · 纳 扎 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Ｎａｊａｒ）、卡迈勒·阿德万（Ｋａｍｍａｌ Ａｄｗａｎ）和卡迈勒·纳赛尔（Ｋａｍｍａｌ
Ｎａｓｓｅｒ）等三名法塔赫高层领导人。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以色列贝京政府清除了“黑九月”
组织的领导者阿里·哈桑·萨拉马（Ｈａｓａｎ Ａｌｉ Ｓａｌａｍａｈ）。 这些针对“黑九月”的“反
恐”行动标志着以色列开始有组织地实施“定点清除”政策，④该时期以色列的“定点

清除”行动具有浓重的报复色彩。 １９８２ 年，以色列借助第五次中东战争消灭了黎巴

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
１９８７ 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后，以色列将“定点清除”作为打击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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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的重要手段。 相较于“黑九月”等激进组织制造的恐怖事件，１９８７ 年之后以

色列开始受到如真主党、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等伊斯兰武装组织的威胁。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开始秘密地对这些组织实

施“定点清除”行动。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真主党总书记阿巴斯·穆萨维同妻子和儿

子以及随从人员在黎巴嫩被以军战斗机炸死。① １９９５ 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

（Ｍｏｓｓａｄ）杀害了“杰哈德”组织的建立者法特希·什卡其（Ｆａｔｈｉ Ｓｈｉｋａｋｉ）。② 一年

后，哈马斯“工程师”叶海亚·阿亚什（Ｙａｈｙａ Ａｙａｓｈ）也被“定点清除”。③ 尽管国际

上普遍认为上述“清除”行动系以色列所为，但是以色列政府却拒绝对这些行动

负责。
２０００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促使以色列政府首次公开使用“定点

清除”措施预防可能的“恐怖袭击”。 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对萨比特·艾哈迈

德·萨比特（Ｔｈａｂｅｔ Ａｈｍｅｄ Ｔｈａｂｅｔ）的“定点清除”。 萨比特是巴勒斯坦卫生部高官

及法塔赫图勒凯尔姆分支（Ｔｕｌｋａｒｅｍ Ｂｒａｎｃｈ）的秘书长。 萨比特同时也是一位和平

人士，同以色列的和平组织“现在就和平”（Ｐｅａｃｅ Ｎｏｗ）有联系。 同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
色列狙击兵射杀了萨比特。 与以往以色列国防军或以色列安全局（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ｇｅｎｃｙ）使用隐秘手段不同，这次狙击行动向人们公开表明了射杀者的身份。④ 以色

列国内的和平团体质问政府为何没有尝试逮捕而直接在大街上射杀萨比特。 以色

列知名教授和左翼政党梅雷兹党成员加利亚·戈兰（Ｇａｌｉａ Ｇｏｌａｎ）称萨比特曾为推

动奥斯陆和平协议的签署付出了巨大努力。⑤ 以色列和平运动积极分子耶胡迪斯·
哈雷尔（Ｙｅｈｕｄｉｔｈ Ｈａｒｅｌ）也称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曾和萨比特为实现巴以和平共同努

力过。⑥ 不过，以色列安全局却声称萨比特“白天是和平主义者，晚上是恐怖主义

头子。”⑦

从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至今，这种无所顾忌却缺乏凭据的“定点清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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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７， １９９２； 《阿巴斯·穆萨维》（阿拉伯文），《中间报》网站，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ｗａｓａｔ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１９７２９６．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法特希·什卡其》（阿拉伯文），《巴勒斯坦报》网站，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ｎｅｔ ／ ｅｎ⁃
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 ｉｃｏｎｓ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６ ／ ％Ｄ９％８１％Ｄ８％ＡＡ％Ｄ８％ＡＤ％Ｄ９％８Ａ⁃％Ｄ８％Ａ７％Ｄ９％８４％Ｄ８％Ｂ４％Ｄ９％８２％
Ｄ８％Ａ７％Ｄ９％８２％Ｄ９％８Ａ，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埃及］摩塔兹·艾哈迈德·易卜拉欣：《佩雷斯命令清除叶海亚·阿亚什》（阿拉伯文），《金字塔报》
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ｈｔｔｐ： ／ ／ ｇａｔｅ．ａｈｒａｍ．ｏｒｇ．ｅｇ ／ Ｎｅｗｓ ／ １２５２６８６．ａｓｐｘ，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Ａｄａｍ Ｓｔａｈｌ，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ａｂｅｔ Ｔｈａｂｅｔ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ｐ． １１６．

Ｒａｃｈｅｌｌｅ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ｌｉｎｔｏｎｓ Ｌａｓｔ⁃Ｍｉｎｕｔｅ Ｐｅａｃｅ Ｅｆｆｏｒｔ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Ｓａｖｅ Ｂａｒａｋ， Ｂｕｔ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Ｗｏｎｔ Ｍｏｕｒｎ
Ｈｉｓ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ｒｍｅａ． ｃｏｍ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ｍａｒｃｈ０１ ／ ０１０３００６．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Ｇｏｌｄｅｎｂｅｒｇ， “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ｃｃｕｓｅｄ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Ｍｕ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ｕｋ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０，４２７３，４１１５５７７，００．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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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以色列在国内外遭到了激烈批评，但以色列政府并未因舆论压力而停止公开实

施“定点清除”行动。 按照以色列政府的说法，２０００ 年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

义”明显比之前的巴以冲突更具组织性和破坏性。 为了应对蔓延的极端暴力活动，
以色列政府不得不改变实施“定点清除”的策略，即由秘密的报复性行动转变为公开

的预防性行动。① 也就是说，秘密的报复行动不再适合日趋激烈的巴以冲突，因为来

自巴勒斯坦极端势力的袭击随时随地爆发。 为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以色列有必要

在这些极端分子使用暴力前就将其清除。
（二） 从非常规手段到合法政策

“定点清除”最早是以色列应对“恐怖主义“活动的非常规政策手段。 该政策源

于以暴易暴的犹太恐怖主义传统，以色列将这种建国前犹太军事组织的防御性手段

“国家化”，使之成为打击阿拉伯抵抗运动的高成功率且低成本的手段。② 作为非常

规“反恐”措施，“定点清除”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前主要是以色列对“恐怖活

动”不规范的报复手段，主要目的是为了清除“恐怖主义”的直接参与者。 在此阶段，
“定点清除”缺乏法律依据，自然也不受约束。 ２０００ 年后，这种被动和广受批评的

“定点清除”行为已经难以应对以色列“恐怖主义”威胁加剧的安全形势，并促使以色

列通过立法寻求更具主动性的“定点清除”。
在需要扩大“定点清除”的背景下，２００１ 年年初，以色列国防军第一次请求其国

际法部门制定了指导实施“定点清除”的五点纲领：③第一，只有“恐怖组织”头目和

“恐怖袭击”实施者才能被“清除”，其他辅助“恐怖袭击”的人员、舆论宣传者和财政

支持者不被列入“清除”行列。 第二，只有无法逮捕“恐怖分子”时才可以下令对其进

行“清除”。 不过这一规定实际上很难操作，比如以色列声称逮捕经常会引发激烈反

抗进而可能造成“反恐”人员的伤亡。 第三，以色列国防军实施打击时要坚持“比例

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这一点主要针对“定点清除”造成平民伤亡的问

题，当实施“定点清除”会造成不合比例的平民伤亡时应停止行动。 第四，“定点清

除”只能在以色列有安全控制权以外的地方进行。 第五，“定点清除”的命令不仅掌

握在以色列军官手里，总理和国防部长也要参与对每一起“定点清除”的授权。 然

而，这一纲领性文件并未付诸实施。
２００２ 年，以色列知名律师阿维格多·费尔德曼（Ａｖｉｇｄｏｒ Ｆｅｌｄｍａｎ）和迈克尔·斯

法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ｆａｒｄ）联合“权利（Ａｌ⁃Ｈａｑ）”组织向以色列高等法院呈交了控告以色

列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以色列法律中心等 ２０ 多个机构及其负

·７７·

①

②
③

Ａｄａｍ Ｓｔａｈｌ，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ａｂｅｔ Ｔｈａｂｅｔ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ｐ． １１６．

杨显生：《试析犹太恐怖主义的发展、演变———从“抵抗型恐怖主义”到“定点清除”》，第 ２９－３１ 页。
“五点纲领”并未对外公开，但以色列国防军国际法部部长丹尼尔·雷兹诺（Ｄａｎｉｅｌ Ｒｅｉｚｎｅｒ）曾在一次

采访中提到过“五点纲领”，转引自 Ａｄａｍ Ｓｔａｈｌ，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ｐ．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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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的请愿书。 他们要求高等法院作出两项判定：一是“定点清除”为非法；二是国

防军对“定点清除”的处置不当。 这就是历时三年半的“以色列反对酷刑公共委员会

诉以色列政府”（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ｖ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简称 ＰＣＡＴＩ）案。① 以色列高等法院在判决中称：“我们无法决定每一起‘定点

清除’案都是国际法禁止的，就像我们无法决定每一起案件都是国际法允许的那

样。”同时，法院规定了实施 “定点清除” 的条件，如对 “直接参与 （ ｔａｋｅｓ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ａｒｔ）”、“在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时间里（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ｔｉｍｅ）”和法律适用进行了规定，并
决定成立一个客观公正的外部司法委员会对每一起“定点清除”案件进行审查。② 至

此，以色列正式赋予“定点清除”行为以合法地位。
从 １９７３ 年“Ｘ 委员会”策划“上帝之怒”行动报复“黑九月”组织，到 ２００６ 年在舆

论压力下做出限制和规范“定点清除”的“ＰＣＡＴＩ”判例，以色列经历了从以“定点清

除”的非常规手段报复“恐怖袭击”行动到将这一手段合法化和规范化的转变。 在面

对零星的“恐怖袭击”时，以色列可以采取非常规手段来“定点清除”特定武装组织的

关键人物以达到威慑和报复的目的。 但当以色列面对日益频繁的有组织的“恐怖袭

击”时，“定点清除”必然要上升为合法的“反恐”政策。 迄今，以色列的“定点清除”
政策依然是以色列镇压巴勒斯坦武装反抗人员的重要手段之一。 根据非政府组织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人权信息中心（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ＢＴｓｅｌｅｍ）”公布的最新数据，自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以色列发动

“铸铅行动”至 ２０１４ 年，以色列共“定点清除”了 １５３ 名巴勒斯坦人。③ 即使以色列国

内将“定点清除”合法化并坚持使用该手段对付巴勒斯坦人，“定点清除”在实施过程

中在有效性和合法性上的争议并未因此而消失。

二、 关于“定点清除”有效性的争议

有效性是以色列“定点清除”政策面临的首要争议。 作为一项“反恐”政策，“定
点清除”的有效性主要在两个层面存在争议：一是能否精确打击制造“恐怖事件”的
武装分子，并摧毁特定的武装组织；二是能否通过“定点清除”式的“反恐行动”确保

·８７·

①

②

③

以色列高等法院的判决成为合法化和规范定点清除行为的判例，下文简称为“‘ＰＣＡＴＩ’判例”。 详参

见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ｏｒｔａｌ， “ＨＣＪ ７６９ ／ ０２，”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ｏｒｔａｌ，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ａｇｕ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ｏｒｔａｌ．ｎｅｔ ／ Ｄｏｃｓ ／ ＮＬＰ ／ Ｉｓｒａｅｌ ／ Ｔａｒｇｅｔｔｅｄ＿Ｋｉｌｌｉｎｇｓ＿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１３－１２－２００６．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９ 日。
这一外部司法委员会至今没有成立，参见 Ａｄａｍ Ｓｔａｈｌ，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ａｂｅｔ Ｔｈａｂｅ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 １２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Ｋｉｌｌ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ａ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ｔ Ｌｅａｄ，” ＢＴｓｅｌｅ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ｔｓｅｌｅｍ．ｏｒｇ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ｆａｔａｌｉｔｉｅｓ ／ ａｆｔｅｒ⁃ｃａｓｔ⁃ｌｅａｄ ／ ｂｙ⁃ｄａｔｅ⁃ｏｆ⁃ｅｖｅｎｔ ／ ｗｂ⁃
ｇａｚａ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ｋｉｌｌ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ａ⁃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ｋｉｌｌｉｎｇ，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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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家与国民更加安全。
（一） 能否精确打击和摧毁“恐怖主义”势力

有学者认为，与修建隔离墙、武装入侵等其他大规模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手

段相比，“定点清除”具有精确“反恐”的优势，可以较为精准地定位打击目标而不造

成大量“附带损害”，尤其可以较大程度避免平民伤亡。 １９９６ 年“清除”工程师叶海

亚·阿亚什被以色列当局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精确的一次“定点清除”行动。 叶海

亚·阿亚什曾指挥造成 ５０ 名以色列人死亡、３４０ 人受伤的人体炸弹袭击。 以色列综

合利用在情报、技术和“反恐”经验上的优势，成功地精确定位到阿亚什本人，对阿亚

什的“定点清除”并未造成平民伤亡。① 在此之前，１９７９ 年，以色列炸死了法塔赫第

十七精锐部队建立者和“黑九月”组织领导者哈桑·阿里·萨拉马；１９８８ 年，法塔赫

的高层军事领导之一，人称“阿布·杰哈德”的哈利勒·瓦齐尔（Ｋｈａｌｉｌ ａｌ⁃Ｗａｚｉｒ）也
被精确地“清除”。②

“定点清除”在预防“恐怖袭击”方面效果显著。 这一措施可以迅速定位到“恐怖

袭击”的实施者，减少甚至避免“恐怖袭击”造成的损害。③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哈马斯在伯

利恒的军事领导人奥马尔·萨阿达（Ｕｍａｒ Ｓａａｄａｈ）在策划一起马加比厄运动会

（Ｍａｃｃａｂｉａｈ Ｇａｍｅｓ）闭幕式武装袭击时被“清除”。④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萨勒赫·谢哈德

（Ｓａｌａｈ Ｓｈｅｈａｄｅ）在准备组织同时引爆六起针对以色列的炸弹袭击时被“清除”。 此

类“定点清除”针对正在实施或指导实施“恐怖袭击”的人物进行精确打击，成功地避

免了惨案发生。⑤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定点清除”并不能确保每次行动都能精确定位到打击目

标。⑥ 首先，尽管以色列拥有丰富的情报搜集和作战经验，但仍不能使其避免打击错

误目标。 １９７３ 年，以色列报复“黑九月”组织制造的“慕尼黑惨案”，派遣摩萨德特工

前往挪威杀害哈桑·阿里·萨拉马，结果误杀一名无辜的摩洛哥籍服务员。 其次，
即使“定点清除”成功定位到打击目标，但仍无法避免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如 ２００２
年以军使用 Ｆ⁃１６ 战机“定点清除”哈马斯的建立者和军事领导人萨勒赫·谢哈德

时，造成了谢哈德本人及其他 １４ 人被炸死，１７０ 名平民受伤。
围绕“定点清除”能否摧毁特定的武装组织也存在争议。 支持“定点清除”的观

点强调以下理由：首先，由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技术性和领导工作往往由有限的

几个人完成，因此“清除”这些核心人物势必会削弱其从事“恐怖活动”的能力和挫败

组织成员的士气。 例如，１９７８ 年指导“人阵”实施多次“恐怖袭击”的瓦迪·哈达德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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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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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ａｌ Ｌｕｆｔ，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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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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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ｄｉ Ｈａｄｄａｄ）被以色列“定点清除”极大地瓦解了该组织；１９７９ 年扎黑尔·穆赫辛

（Ｚａｈａｙｒ Ｍｕｈｓｉｎ）被“清除”则摧毁了其领导的受到叙利亚支持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萨卡”（ａｌ⁃Ｓａｉｑａ）；１９９５ 年“杰哈德”创建者法特希·什卡其被“清除”后，该组织经

历了数年的混乱。① 其次，以色列认为即使不能完全“清除”巴勒斯坦“恐怖袭击”制
造者，但“定点清除”的实施却让潜在的炸弹制造者和实施者心存畏惧，进而起到心

理瓦解和威慑的效果。
但也有学者反驳称，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清除”特定武装

组织核心人物，甚至造成组织瘫痪，却不能长久摧毁其战斗力。② 一方面，后继者不

乏其人，核心头目被消灭后组织会有新人接手，只要巴以双方矛盾没有化解，以色列

就无法确保新上台的领导人不再对其发动袭击。 如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真主党总书记阿巴

斯·穆萨维被“定点清除”后，接任的纳斯鲁拉带领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更加

剧烈。 另一方面，领导分散化也使得很难通过消灭个别领导人或“恐怖袭击”实施者

实现从根本上摧毁武装组织。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一般由三层架构组成：政治—军事指挥层由少数几名负责集

资、政治精神指导和战略指导的高层人物组成。 他们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武装组织

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高层保持联系。 中间层主要负责策划袭击、招募、训练、武装

和派遣武装分子发动袭击，人数稍多。 他们从上级获得行动命令和资金支持，彼此

之间联系较为松散。 中间层人员的公开度不如高层，一旦被“清除”，引发的社会争

议也较少，因而是以色列“定点清除”的重点对象。 最后一层即所谓的“地面部队”，
一般被即时召集实施具体的袭击活动，与高层之间的信息沟通非常少，仅与中间层

保持联系。 简言之，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行动多为秘密进行，且领导分散。 “清除”个
别领导或者“恐怖”袭击实施者难以破坏整个组织的运转。③

（二） 能否使以色列更加安全

除精确打击的有效性外，在“定点清除”能否确保以色列更加安全方面也备受争

议。 有学者认为，实施“定点清除”有利于对“恐怖袭击”受害者以及以色列普通民众

进行“安抚”。④ 以色列方面称，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平均每一个巴勒

斯坦人的死亡导致三个以色列人死亡，这样高比例的死亡率对当时人口不足六百万

的以色列来说简直是一场“大灾难”。⑤ 如果不能对制造恐怖活动的巴勒斯坦武装分

子进行报复行动，以色列政府保护国民生命的职能就会受到质疑。 与修建隔离墙、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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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ｙｍａｎ， Ａ Ｈｉｇｈ Ｐｒｉｃｅ， ｐｐ． ３１２－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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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２００７， ｐ． 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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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检查点，甚至发动战争等高成本的报复手段相比，“定点清除”是一个保护国家

和国民安全相对低廉且有效的手段。 另外，以色列实施“定点清除”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通过以暴制暴威慑巴方武装分子，使其忙于躲避袭击或者拖延他们实施袭击，从
而降低“恐怖袭击”的发生率。 例如，以色列出于政治考量一般会通知巴勒斯坦权力

机构拟“清除”的目标，逼迫“恐怖活动”的潜在实施者躲避追击。
然而，以色列的“定点清除”反过来也会招致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报复行动，致

使更多以色列无辜平民伤亡。 严厉打击对于情绪激昂的自杀袭击者并不奏效。 数

据显示，２００２ 年 ３ 月以色列加大“定点清除”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力度，导致该月

针对以色列的自杀袭击事件大幅增加。① 同年 ７ 月，以色列“定点清除”萨勒赫·谢

哈德。 哈马斯声称这是一起“大屠杀”，并散发传单宣称坚持战斗直至“犹太人看到

每个餐厅、公园、公交车和每条街道上都有他们的尸骨。”②７ 月 ３１ 日，哈马斯在耶路

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咖啡厅里制造了一起爆炸袭击，导致包括 ５ 名美国学生在内的 ７
人死亡。 因此，有学者批评说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政策刺激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并为他们招募武装分子提供口实。 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ｏｕｃｈｅｒ）
也评论道：“对巴勒斯坦人的‘定点清除’不但没有结束暴力，反而为已经炸开的局势

火上浇油。”③

此外，“定点清除”巴勒斯坦务实派领导人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巴以和平进

程。 ２０００ 年底，以色列政府当街狙杀为实现巴以和平而努力的萨比特引发国内和平

组织等政治势力和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哈马斯主要领导人贾马尔·
曼苏尔（Ｊａｍａｌ Ｍａｎｓｏｕｒ）被“定点清除”后，１５ 万巴勒斯坦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并扬言

报复。 这次行动在以色列国内也引起了不满。 研究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学者马蒂·
斯坦伯格（Ｍａｔｔｉ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称曼苏尔是“哈马斯队伍里最温和的人物。”④可见，这种

过度“定点清除”杀害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中的务实派人物，阻碍了未来巴以和谈进

程，导致以色列偏离了追求国家和国民安全的目标。

三、 关于“定点清除”在国际法层面的争议

除在有效性上备受争议外，“定点清除”在国际法层面也存在争议，主要体现在

“定点清除”适用的国际法框架、对“直接参与”和“在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时间里”
等条件的认定等方面。

·１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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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人权法还是国际人道法

在国际法框架内，对待跨国或跨地区恐怖主义一般有两种处理模式。 若将恐怖

主义活动定性为一般刑事犯罪，适用国际人权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
处置恐怖分子时应使用针对刑事犯罪的“执法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清除”恐怖分

子前必须保障恐怖分子“被逮捕—受审判”的权利；然而，若将恐怖主义活动和反恐

看作是一国与一个非国家组织的武装冲突， 那么国际 人 道 法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Ｌａｗ）则优先于国际人权法。 这种情况下，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都不

能完全免于被“清除”。① 然而，“清除”非武装人员的前提是他们“直接”参与了恐怖

主义活动。 以色列实施“定点清除”的首要争议点便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之间的冲突到底是否能被定性为武装冲突。 如果是，当非武装人员直接参与恐怖活

动时，按照国际人道法，以色列就有权对其“清除”；如果不是，以色列的“定点清除”
行动就违反了国际法。

以色列把“定点清除”以判例的形式合法化缘起于 ２０００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

起义”的爆发，因此有必要考察当时的冲突来确定以色列“定点清除”行为的国际法

适用情况。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登上圣殿山引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

大起义”，冲突烈度较 １９８７ 年爆发的第一次“大起义”要大得多。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

坦人有组织地使用各式武器抵抗以色列。 与第一次“大起义”巴勒斯坦人主要使用

燃烧弹相比，此次“大起义”中哈马斯广泛使用了人体炸弹、狙击枪、短程火箭炮、迫
击炮和自制枪支等武器。 哈马斯甚至可能获得了叙利亚以及沙特阿拉伯、伊朗等海

湾国家的财政支持。② 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的三年半间，哈马斯共对

以色列发动了 ４５０ 次袭击，致使近 ４００ 名以色列平民和士兵死亡、２，０００ 多以色列平

民和士兵受伤。③ 另有数据显示，从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以色列发动“铸铅行动”，以色列共“定点清除”了 ３８４ 名巴勒斯坦平民。④

即便如此，巴以之间的对抗是否为武装冲突仍存在争议。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认

为，哈马斯和真主党等都不是国家行为体，以色列对其军事打击不能视为武装冲突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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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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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战争，因而不能按照国际人道法来判定“定点清除”行为。① 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

甚至派遣参议员乔治·米切尔（Ｇｅｏｒｇｅ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组建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来评定当时

的巴以冲突是否是武装冲突。 调查委员会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发表报告称，以色列政府不应

把此次冲突定性为武装冲突，对待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应采用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之前的“执
法模式”。② 四个月后，“９·１１”事件发生。 此前一直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活动

定性为刑事犯罪并要求以色列采用“执法模式”的美国立即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发动

“反恐战争”。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谴责以色列将其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

冲突定性为武装冲突的声音也逐渐消失，默许以色列在武装冲突的定性下使用国际

人道法处置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可以说，以色列所谓的“武装冲突”定性能获得西方

认可，显然得益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 以此为基础，本文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

起义”爆发后的巴以冲突定性为武装冲突，即在国际人道法而非国际人权法的框架

内讨论被以色列合法化的“定点清除”政策。
（二） “直接参与”在国际法中的适用

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只有“在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时间里”才能遭受军事攻

击。 然而，在如何界定“直接参与”上国际法并没有给出清晰具体的界定。 有学者指

出，“直接参与”在具体适用上存在漏洞，“严格规定它是指参与战斗或积极的军事打

击未免太过狭隘；但若将它延伸到与整个战争有关的行动又未免太过宽泛，因为现

代战争中，一国民众都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战争，尽管这种参与可能是非直接的。”③国

际红十字会在对《日内瓦公约》的补充协议中指出，平民可能因为“使用武器、携带用

于敌对行动的武器或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行使敌对行动”而被界定为“直接参与”敌
对行动。④ 然而，以色列高等法院判定一个人只要“行使了战斗人员（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ｔ）的
职能”，他就要承担这个“职能”引发的风险，并停止享有作为一般平民免于被攻击的

权利。⑤

按照这种观点，以色列高等法院判定以下情况都属于“直接参与”：搜集军事情

报，无论该情报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运送非法（ｕｎｌａｗｆｕｌ）战斗人员前往敌对活动

发生地或从该地运回非法战斗人员；操作非法战斗人员的武器或监督战斗人员的操

作，或向他们提供指导。 此外，为战斗人员运送军火的平民司机也被认为直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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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ｕｄｅ Ｐｉｌｌｏｕｄ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ｏｆ 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７７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ｖａ 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２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 Ｇｅｎｅｖａ：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Ｎｉｊｈｏｆ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８７， ｐ． ５１６．

Ｉｂｉｄ．， ｐｐ． ６１８－６１９．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ｏｒｔａｌ， “ＨＣＪ ７６９ ／ ０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１．



中东安全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了敌对行动。 更重要的是，那些没有亲身参与敌对行动，但决定和策划敌对活动，以
及派遣敌对活动人员的行为应被认为是直接参与了敌对行动。① 换言之，除了国际

红十字会认定的直接参与行为，根据“ＰＣＡＴＩ”判例，一个人不仅在发动一起袭击前、
袭击中和袭击后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直接参与袭击，而且只要给非法战斗人员提供服

务或者自愿地当作“人体盾牌”都被认为是直接参与了袭击。 可以看出，这实际上对

“直接参与”作出了比国际红十字会更加宽泛的解释，从而使以色列对武装组织人员

实施的“定点清除”行动进一步合法化。
此外，“ＰＣＡＴＩ”判例在另一个与“直接参与”直接相关的概念“在直接参与敌对

行动的时间里”也作出了有利于“定点清除”的解释。 以色列学者解释道，如果“在直

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时间里”被仅仅限制到袭击发生前、发生中和发生后的短暂时间

里，那么那些没有亲身参与袭击的武装分子领导们则轻而易举地逃避了责任，这是

以色列无法接受的。② 因此，“ＰＣＡＴＩ”判例判定，一方面如果一个平民仅仅直接参与

了一次敌对行动，或者间隔性参与了敌对行动，但后来不再参与敌对行动，那么他则

可以免于被“清除”；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平民加入了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家（ｈｏｍｅ）”
的“恐怖”组织，并且以他在组织中的角色多次参与敌对行动，仅仅在每次行动间有

短暂间隔，那么他就不能免于被“清除”，因为这些间隔仅仅是他发动下次敌对行动

的准备阶段。③ 然而“ＰＣＡＴＩ”判例却没有界定这个“间隔期”具体是几天、几周，还是

几个月。 因此，一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理论上可能随时在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

时，也就是在所谓的“准备阶段”被以色列“清除”。 这种解释背离了国际法对“在直

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时间里”的限定。
从上述两点关于“直接参与”的界定中可以看出，“ＰＣＡＴＩ”判例放宽了对直接参

与人和直接参与时间的限定。 第一点关于直接参与人的界定其实是有依据的，因为

如果仅仅限定那些亲身参与敌对行动的人为“清除”目标，那么就会导致巴勒斯坦武

装组织里较低层级的战斗人员反复面临被“清除”的危险，而真正在背后进行指导策

划的领导人却能够躲避“清除”。④ 然而第二点关于“直接参与”时间的规定引起了

广泛质疑。 有学者指出，通过这种判定，以色列军队在袭击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时不

再看该人员当时在从事什么活动，而变成了追问其是否仍然是“恐怖组织”里活跃的

一员。⑤ 这意味着以色列军队不再需要证明一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造成了非常迫切

的威胁，从而不得不立即使用武力消灭之。 这名武装分子不仅在实施“恐怖活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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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小时内被“清除”是合法的，而且在“恐怖活动”后的几周或者更长时间内被“清
除”都是合法的。

实际上，通过“直接参与”时间来判定仅仅从表面上体现国际法对实施敌对行动

“时间”上的限制，却忽视了这个时间限制所隐藏的“证据”方面的限制。 国际法传统

上一般限定“在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时间里”为一次攻击实施前、实施中和实施后。
这种规定其实是限定“恐怖”袭击分子所造成的威胁是迫在眉睫的。 “ＰＣＡＴＩ”判例

的判定则完全宽泛地解读了这一原则，即只要巴勒斯坦人仍然是一名从事“恐怖活

动”的武装组织活跃成员，那么他就间接地对以色列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同时，
刻意拉长“在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时间”，也更容易造成更多的“附带损害”，因为一

名被认为是某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活跃分子很可能在没有发动武装袭击而是和其

他平民在一起的时候被袭击，从而增加了平民伤亡的几率。 这显然与国际人道法规

定的尽可能“保护平民”的原则背道而驰。
总的来说，２００６ 年的“ＰＣＡＴＩ”判例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法律形式将

“定点清除”合法化的国家，也为考察“定点清除”的法理依据提供了框架。 然而，这
个判例的若干规定却违背了国际人道法中与保护平民相关的一系列原则，比如判定

巴以冲突为“武装冲突”和扩大“直接参与”的范围等。 因此，这个判例本身及以色列

长期实践的“定点清除”政策的合法性仍将存在争议。

四、 余论

从根本上讲，作为一种“反恐”手段，以色列的“定点清除”在有效性和合法性上

引发的争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具体的“恐怖主义”行为是难以认定的。 巴勒斯坦和

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抵抗组织在以色列看来是“恐怖组织”，在许多国家看来却是针对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正义抵抗运动。 抵抗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定点清除”都
是在巴以冲突乃至阿以冲突的背景下产生的。 标榜民主法治国家的以色列允许公

民（包括以色列阿拉伯人）起诉政府的不当行为，但这种民主和法治是建立在保证以

色列国家和国民安全考虑之上的。 “ＰＣＡＴＩ”判例虽然从形式上限定和规范了实施

“定点清除”的条件，革除了秘密报复式“定点清除”的弊端，但它明显忽略了一般国

际法规定的尽最大可能保护平民的原则，加之在实际“定点清除”行动中，“ＰＣＡＴＩ”
判例的规定也很难得到真正落实，最终导致以色列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进一

步催生了巴以地区的暴力活动。 “定点清除”仍是一项存在诸多争议的政策，它难以

使以色列从根本上摆脱“恐怖主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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